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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儒家“功夫哲学”与西方“实践哲学”

黄玉顺

摘  要：“功夫哲学”涉及三个方面的重要问题：第一，“功夫”概念的共时性

内涵与中西哲学的关系问题。《大学》的“八目”—“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其实

都是功夫问题。儒家的功夫论，大致可以对应于西方的实践哲学。第二，“功夫”

概念的历时性转换与儒家哲学的古今之变问题。要使“修齐治平”的逻辑能够在

现代社会中得以成立，必须进行主体的现代转换：齐家就是公民做到现代核心家

庭的和睦，治国就是公民以某种方式行使国家治理的政治主权，平天下就是公民以

某种方式参与到世界事务之中去。因此，“格致诚正”修身功夫的标准，就不能是

精英的诉求，而只能是合格的公民人格的养成。第三，功夫哲学及实践哲学与形而

上学的关系问题。在宋明理学中，形上本体论与功夫论之间是奠基关系。同理，西

方传统的实践哲学也有其形而上学的基础。至于要使实践哲学或功夫哲学成为真

正的“第一哲学”，唯有使“实践”和“功夫”观念成为一个“前存在者”及“前主

体性”的观念。

关键词：儒家；功夫哲学；实践哲学

首先，祝贺倪培民教授的大作《儒家功夫哲学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记得是在2018年4月14日，倪培民教授和刘笑敢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召集了

一个工作坊，主题是“中国传统功夫论与功夫哲学”，我参加了那次会议。后来，印

象中大概是在2019年或者2020年，倪老师主持的“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国学单列

课题”结项，我参与了项目的评审，评为“优秀”等级。

我在2018年那个工作坊的发言，当时讲了什么，记不清楚了。于是我就上网搜

索了一下，结果发现了澎湃新闻的一则报道，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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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教授黄玉顺以“功夫论的新开展—儒家功夫观念的生活儒学

诠释”为题发言。他留意到一种常见现象：很多民间读者经常诟病学院派只

会坐而论道、“不做功夫”，指很少有学者进行参禅打坐；而民间派对功夫的理

解，则近似于中老年修身养性之道。黄玉顺认为，这种理解把功夫大大狭隘化

了。他主张今天要把狭隘化的功夫论重新扩展还原。

在他看来，功夫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大致有两种含义：一种指为达成某种目

标而付出的努力；另一种指通过付出时间、精力和努力之后达到的造诣。宋明

理学就是处理“本体”和“功夫”的关系，因此，今天不能离开宋明理学家所理

解的《大学》《中庸》来谈功夫。而且，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谈，比如《中庸》里的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都是功夫，《大学》里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

也都是功夫。哲学学者坐那儿思考儒家哲学，这本身就是在做功夫。

最后，他提到，功夫也有时代性，面临现代转化的问题。他认为，今天的儒

家可以盘活《大学》这样的思想资源，关键就在于要认识到：生活方式的转换

导致了社会主体的转换，现代社会的主体无疑是个体。而每一个个体需要“格

致诚正修齐治平”的这套儒家逻辑，在今天依然是能够成立的。a

这则报道所记录的我当时的发言，主要谈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功夫”概

念的内涵和外延问题，强调《大学》的“八目”—“格致诚正修齐治平”都是功夫

问题；二是“功夫”概念的现代转化问题，主要是谈现代人怎样“做功夫”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其实是我一直关注的。2006年出版的拙著《爱与思—生活儒

学的观念》这本书里，专门安排了一节，也就是第四讲的第一节，讨论“功夫问题”。

我讨论了这样两个问题： （1）  “对于一个儒者来讲，所谓‘纯粹学术’的工作，算不

算是一种功夫？”（2）  “我们今天来做功夫，做什么样的功夫呢？”b这其实也是前面

谈的两个问题。

现在读到倪老师的大作c，发现在这两个问题上，我和倪老师所见略同：一方

a  《儒学功夫论在今天如何盘活：立足当代，面向世界》，澎湃新闻2018年4月28日。

b  黄玉顺： 《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9—134页。（Huang 
Yushun, Love and Thought: Life Confucianism as a New Philosophy. Encino: Bridge 21 Publications, 
2019, pp.179 — 185）

c  倪培民： 《儒家功夫哲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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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全书的三篇正是按《大学》的“八目”来安排的，上篇是“格物致知”，中篇是

“诚意正心修身”，下篇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另一方面，此书的许多内容也涉及功

夫论的现代性开展问题。

当然，倪老师的大作所涉及的内容，远不止这些问题，而是建构了一个涉及古

今、中西诸多基本哲学问题的庞大体系。我觉得，倪老师的大作，最重要的贡献有

这么几点：第一，用“功夫哲学”这个概念来涵括整个儒家哲学的传统，这是对儒家

哲学传统的一种独特的总结。第二，对于儒家哲学传统来说，“功夫哲学”不是“照

着讲”，而是“接着讲”，成为当代哲学家的一种具有原创性的哲学思想。第三，“功

夫哲学”具有融通中西哲学的价值，这是因为：倪老师的论述，虽然看起来是中西

对照，甚至含有中西对立的意味，但这恰恰需要一种超越中西对峙的视域，而这正

是倪老师所具备的兼通中西的哲学素养的必然体现。

那么，我今天想围绕倪老师的大作，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一、 “功夫”概念的共时性内涵与中西哲学的关系问题

我主要想谈谈儒家的“功夫论”和西方的“实践哲学”之间的关系。在我看

来，儒家的功夫论，大致可以对应于西方的实践哲学。

众所周知，“实践哲学”是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一个重要的西方哲学传统a，其

核心是伦理学或道德哲学，以及政治学，乃至诠释学（海德格尔、伽达默尔）b，等等。

这些内容，其实都是与儒家功夫论的内容相通的，这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个意义

上，可以说，实践哲学其实就是西方的功夫论传统；反过来也可以说，功夫论其实就

是中国的实践哲学传统。所以，有学者将孟子的“内圣外王之道”称为“孟子实践

哲学思想”c，颇有道理。

a  张汝伦： 《作为第一哲学的实践哲学及其实践概念》，《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

155—163页；丁立群： 《何为实践哲学？—对亚里士多德的回溯与超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7年第2期，第148—155页。

b  伽达默尔、卡斯腾·杜特： 《什么是实践哲学—伽达默尔访谈录》，金惠敏译，《西北师大学报（社会

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7—10页；张能为： 《伽达默尔与实践哲学传统和解释学重建》，《学术界》

2010年第10期，第48—56、260—263页。

c  郑臣： 《内圣外王之道—孟子实践哲学思想初探》，《社会科学家》2012年第10期，第15—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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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里不是西方有没有功夫论的问题，也不是中国有没有实践哲学的问

题，而是对中西之间的功夫论或实践哲学的共通性和差异性进行比较的问题，也就

是探讨中西之间的功夫论或实践哲学的“可对应性”和“非等同性”a。

二、 “功夫”概念的历时性转换与儒家哲学的古今之变问题

整个《大学》文本所讨论的，其实都是功夫论问题。倪老师的大作也表明，

《大学》是最典型的儒家功夫论文献。所以，这里所涉及的，主要是《大学》的思

想观念内涵的古今之变、现代转化问题，我曾经专文讨论过。b现在我分两个层次

来谈：

第一个层次的问题是：“修齐治平”的逻辑，今天怎样才能成立？一个人做好

了修身，就一定能齐家吗？能齐家，就一定能治国吗？能治国，就一定能够平天

下吗？

当然，在西周的宗法制度下，对于姬姓宗族的一个男性成员来说，这个逻辑是

能够成立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c但是，在现代社

会中，如果要使这个逻辑成立，在我看来，唯一可行的解释就是：随着基本生活方

式的转换、时代的转换而发生的社会主体的现代转换，也就是从掌握权力者和士

大夫精英转换为普通公民，“修齐治平”的实际内涵也发生历时性的转换。这就是

说，对于一个现代公民来说，齐家，就是公民做到现代核心家庭的和睦；治国，就是

公民以某种方式行使国家治理的政治主权；平天下，就是公民以某种方式参与到

世界事务之中去。

这其实是一个政治哲学话题。实际上，这一切转换都已经发生和已经存在，儒

家要做的，不过是用自己的话语来对此加以解释而已，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哲学的

“猫头鹰只在黄昏起飞”。

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是“格致诚正”的问题，也就是普通公民的“修身”问题。

a  黄玉顺： 《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第4—8页。（Huang Yushun, Love and Thought: Life Confucianism 
as a New Philosophy. pp. 25 — 30）

b  黄玉顺： 《论“大学精神”与“大学之道”》，《寻根》2010年第4期，第28—34页。 
c  《礼记·大学》，《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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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一个普普通通的公民，谈不上什么“功夫”，谈不上什么“境界”，那么，他能不

能或者说有没有能力和资格“齐家”“治国”“平天下”？有没有能力和资格组建和

睦的家庭，行使其关于国家治理和参与世界事务的权利？如果有这种能力和资格，

那么，对于普通公民、社会大众来说，“功夫论”的意义何在？我想，这是今天的儒家

“功夫哲学”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这也是我在前面提到的一个问题：现代人应当怎样“做功夫”？这里的“现代

人”不仅指儒家和哲学家、社会精英，而是泛指所有人，包括广大普通民众。这是一

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课题：一个普通公民怎么“格物”，怎么“致知”，怎么“诚意”，怎

么“正心”？限于时间，我就不展开谈了，只想强调一点：如果要求“自天子以至于

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a，那么，“格致诚正”修身功夫的标准，就不能是精英的诉

求，而只能是合格的现代公民人格的养成。这就要求儒学从传统的精英儒学转变

为真正的“公民儒学”b。

三、 功夫与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

我刚才谈到，儒家的功夫论大致可以对应于西方的实践哲学。不过，我注意

到，倪老师的“功夫哲学”本身涵盖了“形而上学”问题，主要是第五章“儒家心性

之学与功夫本体论”和第六章“儒家需要形上学吗？”。这似乎就不同于西方的实

践哲学了，因为按照西方哲学的传统，“实践哲学”是与形而上学或所谓“理论哲

学”相分离的c，两者的内容是“善”与“是”的区分d。那么，我在这里提出两个值得

讨论的问题：

a  《礼记·大学》，《十三经注疏》，第1673页。

b  林安梧： 《后新儒学及“公民儒学”相关问题之探讨》，《求是学刊》2008年第1期，第13—20页；《儒

学转型—从“君子儒学”到“公民儒学”》，《当代儒学》第18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

第169—195页；张小星： 《后新儒学的“公民儒学”建构及其问题—与生活儒学的“中国正义论”

比较》，《东岳论丛》2019年第11期，第96—104页。

c  邓安庆： 《“无形而上学的伦理学”之意义和限度—以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的三种论证

为例》，《哲学动态》2011年第1期，第48—55页；丁立群： 《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孰为第一哲学？》，

《哲学研究》2012年第1期，第78—84页。

d  徐长福： 《是与善的分类及其意义—从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开出“元实践学”的尝试》，《南京大学学

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111—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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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宋明理学本体论与功夫论的奠基关系

回到宋明理学，本体论和功夫论也是分开的；不仅如此，前者是后者的前

提。这就是说，根据孔子所说的“性相近，习相远”a，宋明理学有一个基本的

三段式设定：第一，先天的“性相近”，这是心性本体，于是有本体论；第二，后

天的“习相远”，这是本体的遮蔽、放失；第三，所以需要功夫，由此“以复其

性”b“复其本体”c，于是有功夫论。但这种所谓“分开”，其实是一种“奠基关系”

（Fundierungsverhaeltnis、foundation-laying relationship）d，即形而上学本体论是为功

夫论奠基的。

（二） 实践哲学与“第一哲学”的关系问题

1. 西方的实践哲学，其实也有其形而上学基础e，与宋明理学的“本体和功夫”

的奠基关系是同构的。尽管今天的哲学界许多人“反形而上学”，倡导所谓“后形

而上学”f，将实践哲学与形而上学对立起来，但无论如何，实践哲学仍然有其形而

上学基础，仍然有其“本体论承诺”（ontological commitment）g。

例如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h，“在他的实践哲学中为形而上学找到了栖

身之处”i。有人认为这是“康德实践哲学的深度悖论”j，其实未必；只不过，不同于

传统形而上学，康德诉诸某种“未来形而上学”k。所以，有学者认为，康德的批判哲

a  《论语·阳货》，《十三经注疏》，第2524页。

b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页。

c  王守仁： 《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8页。

d  黄玉顺： 《形而上学的奠基问题—儒学视域中的海德格尔及其所解释的康德哲学》，《四川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第36—45页。

e  王艳秀： 《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内在背反及其现代效应—从形而上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看》，《道

德与文明》2013年第1期，第35—41页。

f  哈贝马斯： 《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

g  蒯因： 《从逻辑的观点看》，江天骥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8页；黄玉顺： 《形而上学

的黎明—生活儒学视域中的“变易本体论”建构》，《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

4期，第66—71页。

h  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i  阎孟伟： 《对形而上学的实践哲学反思》，《哲学研究》2019年第4期，第25—31页。

j  刘清平： 《“理性”何以“实践”？—康德实践哲学的深度悖论》，《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第52—58页。

k  康德： 《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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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其实出自“形而上学的动机”a，其结果是“批判的形而上学”b。

甚至海德格尔，他尽管要用“基础本体论”（Fundamentalontologie、fundamental 

ontology）来为“传统本体论”即形而上学c奠基，但他仍然承认形而上学本体论与

形而下学（例如科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奠基关系，即：“存在问题的目标不仅在于保

障一种使科学成为可能的先天条件，而且也在于保障那使先于任何研究存在者的

科学且奠定这种科学的基础的存在论本身成为可能的条件。”d所谓“保障一种使科

学成为可能的先天条件”，其实就是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他在这里表达的思想，

我称之为“双重奠基”e，即基础本体论为形上本体论奠基，而形上本体论为形下学

奠基。f

2. 当然，自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以来，一些学者试图将实践哲学视为

“第一哲学”g，这似乎解构了或者颠覆了上述奠基关系，即实践哲学不再被视为

形而下学，而是与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或“此在生存论”相匹配的，它消解

了或者先行于形而上学。但在我看来，就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而论，它所

理解的“诠释”实践，是否足以为形而上学奠基，还是值得怀疑的，我对此有专文

讨论。h

在我看来，要将实践哲学视为真正的第一哲学，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真正

彻底地重新理解和解释“实践”，即真正彻底地回到“前存在者”“前主体性”的

观念视域；这同样适用于儒家的“功夫”观念，即“功夫”被理解和解释为前存

在者、前主体性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有过一些探索，限于时间，这里就不

a  张汝伦： 《批判哲学的形而上学动机》，《文史哲》2010年第6期，第32—40页。

b  韩水法： 《论康德批判的形而上学》，《哲学研究》2003年第5期，第42—50页。

c  海德格尔： 《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68—69页。

d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3页。 
e  黄玉顺： 《〈周易〉与现象学对于哲学重建的意义》，《国际儒学论丛》第10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21年，第1—13页。

f  黄玉顺： 《何谓“哲学”？—论生活儒学与哲学的关系》，《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2期，第1—8页。

g  张汝伦： 《作为第一哲学的实践哲学及其实践概念》，《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5期，第

155—163页；张能为： 《伽达默尔“实践哲学”作为“第一哲学”何以可能及其意义理解》，《社会科

学战线》2020年第9期，第1—17页。

h  黄玉顺： 《“直”与“法”：情感与正义—与王庆节教授商榷“父子相隐”问题》，《社会科学研究》

2017年第6期，第109—117页；《前主体性诠释：主体性诠释的解构—评“东亚儒学”的经典诠释

模式》，《哲学研究》2019年第1期，第55—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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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了。a

这个问题，可以更加深入地讨论。但无论如何，倪老师把形而上学纳入“功夫

哲学”，这是一个直击当代哲学前沿的想法。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

a  黄玉顺： 《实践主义—马克思哲学论》，《学术界》2000年第4期，第16—28页；《前主体性对话：对

话与人的解放问题—评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第18—
25页；《前主体性诠释：主体性诠释的解构—评“东亚儒学”的经典诠释模式》，《哲学研究》2019
年第1期，第55—64页；《前主体性诠释：中国诠释学的奠基性观念》，《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12
期，第95—97页；《如何获得新生？—再论“前主体性”概念》，《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2021年第2期，第36—42页。


